


当前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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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热门领域，已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类型学视野下开展中

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已经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实践和响应。分区域的不同类型水利社会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显示出蓬勃

的生命力。从乡土中国到水利中国，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不仅是研究主题的转换，也是学术视角和理论方法的

转换。发掘新史料、运用多学科方法、以水为切入点进行新的综合和更富有整体性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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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水利社会史的兴起，当以山陕地区一批水利文献的发现和研究为起点。标志性的事件，

其一是 1998 年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带头的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

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实施。该项目为期 5 年，200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

间社会调查资料集》，该资料集包括陕西泾阳县和三原县分册、陕西蒲城县分册、山西洪洞县和介休

县分册以及山西四社五村分册，资料集的出版对之后山陕地区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其二是 2004 年山西大学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会后北京大学

王铭铭教授和山西大学行龙教授分别发表《“水利社会”的类型》和《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

会”———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两篇文章。王铭铭率先指出:“水利社会”是以水利为中心延

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水利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既

有洪水，又有旱灾。中国大地上，既有丰水区，也有缺水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水利具有的意义，

可能因此有所不同。对于中国“水利社会”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

并由此对这一特质的现实影响加以把握。① 引起了学界对“水利社会”概念的关注和讨论。在此基

础上，行龙也阐述了他对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 ，是近些年来中国

社会史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水利社会史正是我们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通过水利这一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可以加深对社会组织、结构、制度、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理解。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地把握国内外研究水利社会史的基本路径，才能在进一步的实践中，

从实证研究出发，提炼出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理论分析框架。”②与此相应，是钱杭对湘湖、钞晓鸿对关

中水利的研究。二人分别在各自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水利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③ 十余

年来，中国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在国内众多有影响力的社会史学术机构和知名学者的大力推动下，

成为一大学术热点问题，并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进而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本文将择要回顾和评

述近十年来水利社会史领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视角、新概念、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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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可能走向作一梳理和反思。

一 水利社会类型和研究热点区域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水资源类型多样，历史上人们依据不同的地形和水资

源条件，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工程类型。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一书中，论者就依据地

形、水源和灌溉工程类型的不同，列举了平原区、丘陵区、山区和滨湖区等共计 9 种不同水源条件下

的 15 种不同水利类型，这为开展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① 当前学界已经出现

了多种相对成熟、颇具地域特色的水利社会类型研究，如钱杭以浙江萧山湘湖为基础提出的“库域

型”水利社会、②魏丕信、珀杜、鲁西奇等人从事的长江流域堤垸型水利社会研究、③董晓萍提出的以

“不灌而治”为特征的节水型水利社会④和笔者提出的泉域社会⑤等。近年来，随着水利社会史尤其

是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早已成为学术热点的山陕区域之外，基于江汉平原的两湖地

区、江西鄱阳湖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又涌现出一批新成果。它们在丰富水利社会

的概念、内涵和类型多样性的同时，对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整体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 水利社会: 江汉平原两湖水域围垦史

对江汉平原两湖地区的垸田、圩田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了以武汉大学鲁西奇、张建民等为代表，

以徐斌、杨国安、周荣等为中坚的学术力量。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武汉大学的研究者就在彭雨

新教授带领下，从水利问题入手，探讨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史。⑥ 他们由探讨水利而关注水旱

等自然灾害，由考察平原地区而关注周边山区，由探究经济开发而关注环境演变、社会变迁等，逐渐

形成以水为中心，综合考察长江中游地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变迁的学术路径。他们的研究

中既有石泉先生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又有彭雨新教授的社会经济史风格，同时还吸收了近年来蓬勃

发展的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若干特征，长江中游水利社会研究具有非常宽厚的学术积淀。
2013 年，鲁西奇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探讨“水利社会的形成”。⑦ 他提出要从“水

利关系”“水利的社会关系”“水利社会”三个层次来理解水利与社会关联程度的差异，认为并非有

水利事业，就必然会形成“水利的社会关系”，更并不一定会形成“水利社会”。他对“水利社会”一

词的理解是主要围绕水利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而构建的地方社会。在这种地方社会中，

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所衍生的社会关系占据了核心地位，是地方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地方社会中

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组织均是从水利关系中发展出来或者与水利关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以此来

看，江汉平原的水利社会便存在一个从相对单纯的水利设施和生产协作单元演化成以垸庙为中心

的社会单元和以赋役征纳为核心的财赋经济单元，进而发展成“准行政区域”和以“本垸认同”为核

心的文化地域单元的过程，他的结论是只有江汉平原的围垸型水利社会才是以水利为中心的社会，

异于行龙、王铭铭所言“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诸种社会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水利在当地生产

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适时适当的国家介入以及相对有力的社会力量，似可看作为以水利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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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三方面必备条件。唯有具备这三方面条件，一个地区才有可能形成水利

社会。
这一定义似乎有点苛刻了，“水利社会”概念的提出，并非单纯强调水在某一区域社会变迁中具

有某种中心地位或者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是以水为切入点去观察中国社会，诚如王铭铭所言，“从

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联想到水利社会的诸类型，在乡土中国与水利中国之间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纽

带，对于分析当下围绕水而产生的变迁与问题，似为一个可行的角度”。① 在笔者看来，水利社会是

一个中层理论，与过去研究者观察中国社会时形成的宗族理论、市场理论、祭祀圈理论等一样，只是

一个视角，而非某种简单的中心主义。尽管如此，鲁西奇对“水利社会”的这一定义，对水利社会史

研究者深入把握水利社会内涵还是有启发的。他提醒人们在开展水利社会史实证研究时，要注意

区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从而认清水利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江汉平原两湖水利社会史研究者还发现了很多新的水利史料，如杨国安在湖北崇阳县发现了

华陂堰簿，以此为中心探讨明清时期鄂南乡村塘堰水利灌溉组织与民间秩序; 周荣利用晚清、民国

湖北天门县( 今天门市) 历编水利案牍解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徐斌在湖北省档案馆发现了明清时

期河泊所为征收鱼课和控制渔户而编修的赤历册等。② 这批新资料支撑了两湖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徐斌基于江汉平原垸田水域围垦的历史，提出了“新水域史”的概念，认为在传统史学

叙述中，“水”只是土地的附庸，内陆地区的水域以及水域上生活的人群通常是与土地或者生活于土

地上的人群发生关联时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土地都是由水域演变而来的

话，那么从“水”本身思考水域，甚至从“水”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围垦而成的土地则会带来完全不同

的观感。③ 因此，他提出需要补充从水上活动人群或是山民的角度去观察理解的维度，而非单向度

地从王朝国家和土地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笔者以为，两湖地区水域围垦史研究中出现的这种从以垸田即土地为中心到以水域为中心，既

是视角的转换，更是研究的日益深入，显示了近年来两湖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气象。在两湖地

区，由于水多地少，水域如同北方的土地，是传统时代国家和地方社会不同利益者首要关注和争夺

的对象。在前辈学者已经完成了对以垸田为中心的土地围垦、经济开发等社会经济史课题研究的

基础上，从土地转到水域，以水为本位开展水上人群和水域社会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创新性的视角，

今后的两湖水利社会史研究令人期待。
2． 水域社会: 江西鄱阳湖水利社会史研究

与两湖水利社会史相似，近年来鄱阳湖水利社会史研究也有不少创新成果。其中，江西师范大

学梁洪生和厦门大学刘诗古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应该说，两人对鄱阳湖水域渔民社会史的研究，

与徐斌所言水上人群和水域社会非常相似。
梁洪生发现并利用了一批江西鄱阳湖域星子县( 今属庐山市) 渔民的历史文书，内容涉及当地

渔民捕鱼场所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这批文书事关一个自称“三张”的家族在其村落附近的一片湖

泊( “蓼花池”) ，以及在更远的鄱阳湖( “大湖”) 里的捕捞权和资源归属问题。通过解读这批渔民

的历史文书，梁氏不仅获得了关于明清以来鄱阳湖区水面产权问题的新认识，而且比较出渔民和以

土地为生的农民在生存规则与性格特征方面的差异。他进而指出，研究中国的“水面问题”时，应该

和以往研究“土地问题”的思路及关注有所不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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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古的研究与此异曲同工，更富新意。他的研究同样建立在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文书资料基

础上，据其介绍，“2012 年迄今，我们在江西鄱阳湖地区的周边各村庄的田野调查中，陆续搜集到大

约 1 800 余页明中期以来的湖面买卖契约以及其他种类的湖区文献 ( 包括诉讼文书、纳税执照和渔

课册等) ”，①由此展开了对“湖面权”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一研究与此前张小也②、徐斌、梁洪生等对

水面权的讨论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在长江流域湖泊众多的这些“丰水区”，“水面权”可能是

该区域经济社会长期演变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其与北方水资源匮乏地区农业发展中的“水

权”问题存在极大差异。
刘诗古对鄱阳湖产权问题的讨论建立在变动不定的湖区生态环境基础上。他发现，与土地不

同，湖泊拥有两个变动的物理“表面”。一个是“春泛渺水”时的水面，一个是“冬干枯水”时的水底。
在产权形态上，“湖权”可分为“水面权”和“湖地权”。由于鄱阳湖是个吞吐性湖泊，湖面水位会随

季节涨落，导致“渺水”与“枯水”时期的产权形态各异。在“渺水”时主要的产权形态是“水面权”，

在“枯水”时则“水面权”与“湖地权”兼而有之。这就导致“水面权”与“湖地权”并不总是保持一

致，二者往往处于割裂的状态。③ 在社会实践层面，围绕水面权的转让和交易，遂形成了多种不同的

产权形态和民事惯习。
笔者以为，鄱阳湖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丰富了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类型，学者对

水面权的讨论揭示了南方丰水区生态环境下与北方迥然不同的水权形态。不仅如此，江西和两湖

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中，研究者都注意将宗族、赋役制度与水权、环境等问题整体地进行考察，富有层

次性，显示了当前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流行风格。这对其他区域的研究同样是有启示意义的。
3． 关照整体: 江南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

江南历来是社会史学界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区域，近年来江南区域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也在既有

研究基础上，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总体来看，江南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中，历史地理学的色彩比较浓厚，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也主要是由具有历史地理学科背景的研究者

完成的，如冯贤亮、谢湜、王建革、安介生等人的研究，显示了江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特色。
冯贤亮、谢湜的研究侧重于讨论水利与州县行政、基层控制、政区设置及调整的关系。其中，冯

贤亮对江南区域的研究著述最丰。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近五百年来太湖平原的生态环境与城乡社

会文化变迁、明清中国的州县与社会、民国江南的城镇与社会变迁等。其代表作有《明清江南地区

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 1368—
1912)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社会影响研究: 1851—2005》( 与张根福、岳钦韬合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版) 等。冯贤亮的系列著作展示了一个整体史的风格，即水利问题在江南区域环境变动和社会历史

变迁中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研究者并不单纯讨论水利本身的问题，而是将水利与环境、生态、社
会统一在一个区域社会史的框架内进行综合论述。这与其研究旨趣和风格有着极大的关联。

谢湜的江南研究则试图在阐明水利与政区调整之间关系的同时，对江南区域的整体变迁重新

加以解释。他的代表作《高乡与低乡: 11—16 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5 年版) 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力作。谢湜研究的特点在于注重长时段的考

察，他认为宋代以来的江南水利格局的演变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尽管从官员到水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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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家，乃至一般民众，都逐渐意识到水利失序的危害，但在实际的地域开发过程中，还是以钱粮收益为

先，以有利于以高低乡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要。对于水利与政区之间的关系，谢湜认为水利是地

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16 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

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

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

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① 他对江南区域环境和经济社会自身的演

变也提出一种独特阐释:“江南的自然，几乎历来都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农学和水学的智慧，令这种

人化自然的开发到极致，同时也营设了水乡的诗意栖居。古人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在系

统学说和工程技术无实质性进展的条件下，在聚落格局日益变迁、水网平衡不断被打破的情形下，

创造着种种独特的环境文明。”②

相比之下，王建革的江南研究则展示出另外一种独特风格———生态史的倾向。《水乡生态与江

南社会( 9—20 世纪)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和《江南环境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是王建革江南研究的两部代表作。作者延续了其在内蒙古、华北区域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生态史情

结，③前者以江南区域的水文、水利和农业以及相关的社会制度体系为重点，偏重于生态与社会的关

系; 后者侧重于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对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以及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

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和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作了详细分析。有评

论指出，作者具有历史地理、水文水利、生物学、农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储备，具备深厚的历史人

文学科涵养，通过多学科知识的运用和整合，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了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面

貌。④ 这种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在环境史大行其道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不过，作者对江南

生态史的研究结论过于悲观，在他笔下，江南持续一千多年的开发，几乎是一个失乐园的过程: 起初

生态良好，具极佳的丰水环境，到唐代出现壮美的景观，之后江南环境越来越小农化，到近现代则因

坝堰、置闸而逐渐导致水网的局域化和死水化，到现在则已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水乡景观，而与华

北平原没多大区别了。这与谢湜对江南的研究结论是不同的。
此外，安介生在江南研究中引入的“水域景观”概念，对于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也是一个值得

重视的视角。他以江南水田及捍海塘建设为例，指出历史时期嘉兴地区的景观体系经历了三个各

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先秦至南北朝以“三江五湖”为主要标志的原生态景观形态; 唐五代直到宋元时

期围垦式景观体系的全面形成; 明清以来水网如织、陂塘密布式精细化景观( 即整治景观) 系统的最

后定型，揭示出导致这一地区景观变化的最主要动力来自历代人民推动农业与水利事业发展的艰

苦努力，从而突出地展示出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与地理环境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⑤

以上是笔者对近年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对山陕区域以外两湖、江西和江南等南方区域水利社会

史研究中涌现出的新亮点、新提法、新概念、新史料、新视角的一个简要梳理和评价。受视野所限，

难免挂一漏万，但基本能够反映当前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前沿和动向。总体而言，发掘新史料、
运用多学科方法、以水为切入点进行新的综合和更富有整体性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一种流行风格。

三 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三个轴向

可以确定的是，近年来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大体上是在 21 世纪初期该领域一批先行研究

·212·

《史林》4 /2019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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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初定义的水利社会概念和类型学研究视野下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对于今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

究的走向，不妨从以下三个轴向来加以整体把握:

首先是对外与对内的问题。对外要有国际视野，进一步推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走向国际化，

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影响; 对内要有理论创新自觉，提炼本土化理论，推动理论对话。在走向国际化

方面，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和云南社科院郑晓云研究员率先做了探索和努力。2010 年，李伯重在第
21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基调报告，就是“水与中国历史”，他指出: “中国这片土地上独

特的水文条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三个伟大奇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为了有效利用水

资源、防止水患，中国人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也付出了比其他任何国家人民更多的努力。探究中

国历史与水的关系，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水对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良机。”①笔者

相信，对水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完全有可能为全人类提供一个中国范式和中国经

验的。
相比之下，郑晓云对中国水历史、水文化研究走向国际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做了更多实际的

工作。作为国际水历史学会主席、法国水科院院士，他一直在努力倡导和推动中国水历史科学的国

际化。近年来，他就在向国内学界介绍国际水历史科学发展动向的同时，倡导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

水历史科学。② 这种国际化视野和意识是值得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学习和践行的。
在水利社会史理论本土化方面，如何突破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还是一个近期难以克服的问题，

笔者曾撰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并不过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用新的理

论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论来突破和代替它。有研究者曾提出用制度与生活、大传统与小传统等概念

替换它，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付诸很好的实践。③ 尽管如此，笔者发现，与国家与社会这一宏观理

论相比，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基于本土经验还是提出了一些中层理论，比如钱杭的“库域型”水利社

会，笔者等研究者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提炼的“泉域社会”，鲁西奇提出的两湖“围垸”水利社

会，徐斌、刘诗古提出的“水域社会”等。国内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多种类型的

本土经验研究中提炼出更多更具内涵的理论和概念，不断进行充实完善，实现理论的本土化，进而

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力。
其次是向上与向下的问题，向上要进一步建构水利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向下要在区域实证性

研究基础上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在建构水利社会史理论体系方面，近 20 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做了

不少尝试和探索。2008 年，行龙就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尝试从四个方面建构“以水为中

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框架: 第一，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作为水

利社会类型划分和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 第二，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产业进行研究; 第三，以水

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利结构进行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

题展开系统研究; 第四，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

进行研究。④ 从这一简短梳理中可以看出行龙“水利社会”概念形成的理论脉络。
同样，钱杭基于湘湖“库域型”水利社会的研究经验，也阐述了他对水利社会史的看法: “它以

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

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建立在

这个基础上的水利社会史，就是指上述内容形成、发展和变迁的综合过程。”他进而指出:“水利社会

史的学术路径，就是对某一特定水利形式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社会史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特殊类

型水利社会的历史学研究。”⑤两位学者的阐述均表明，他们对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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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充满兴趣。
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两湖、江西和江南的研究实践表明，以水为中心，构建富有层次性的水利

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对特定区域社会开展综合性、整体史的研究已成风尚，鲁西奇阐述的水利关

系、水利的社会关系和水利社会三个层次，江南和两湖研究中凸显的以水的研究为出发点，在水利

工程、水利技术、水利管理基础上叠加生态、经济、文化、政区、政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和关怀，就能

够实现对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总体性认识，进而实现从乡土中国到水利中国的转变。对此前景，水

利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有信心。
面对当前国内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热闹景象，人类学者杜靖在回顾和评述了众家研究之后

指出: 不论是社会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在水利社会研究上应该关注水的三个层次，即“自然之水”
“社会之水”和“文化之水”，尤其要重视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及之间的相互表达与投射。仅仅关注

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那是只看到了“自然之水”; 仅仅关注地方人群之间、官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

那是只看到了“社会之水”; 仅仅关注神明与现实的互动，那是只看到了“文化之水”，而且也无法弄

明白各自的来源。水的自然因素、现实功利性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促成了水利社会的形成与运

转。① 人类学家的这一灼见，对于当前和今后水利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有极大的启发。
郑晓云对如何构建中国水历史科学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水历史科学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应充分地认识到这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积极推动这一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积极缩

小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应通过学科规划、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重大项目攻关、国际交流、科
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等工作来推动水历史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是一门学科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为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②欲成功构建整体中国的水利社会史理论体系，还需要研究者

进一步眼光向下，影响和带动更多学者进行大量的类型化、区域性实证研究。在充实的经验研究和

更多本土化概念不断提炼的基础上，方能实现对水利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
第三是向前与向后的问题。向前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让水利社会史研究

更接地气，产生能够服务于当前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应用型研究。向后就是要考虑如何继续

挖掘新资料，反思老问题，解决新问题，扎实推进水利社会史的资料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比如河

长制、湖长制与水利社会史研究，大运河水利史与水文化遗产研究等，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

会需求，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应当自觉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挥学术优长，有意识地服务国家

和地方社会当前发展的迫切需要，实现史学研究“鉴古知今”的治世功能。
在眼光向下，不断走向田野，开展与时代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调动更多的力

量、唤起更多人的意识、更好地推动水利社会史的资料建设和长远发展。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一个

搜集、整理和利用史料，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经验表明，近 20 年来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

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无不与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有关。从山陕民间水利

碑刻、水利契约、河册渠册，再到两湖地区的赤历册、水利案牍，鄱阳湖的渔民水利文书，江南官员和

士人的水学论著等，都表明水利社会史的资料挖掘还存在很大的潜力和空间。伴随着更多新资料

的发掘利用，加之整体的水利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不断提

炼本土化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将中国的水利社会经验推向国际，形成中国的水利社会学说。对此

前景，我们满怀信心，并将努力以赴。

〔本文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点 项 目“金 元 以 来 山 陕 水 利 图 碑 的 搜 集 整 理 与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17AZS009) 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杜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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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 of rural documents was the expression of“township”and“country”to participate in this trend． In
this period，there were some“modern”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collation of Wenzhou documents，but on
the whole，it’s still“old wine in new bottl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fter the Sep-
tember 18th Incident: A Study Based on British Archives CHEN Hai-yi，Xu Tian-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the League of Nations sent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to inves-
tigate． Britain，a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 The British Cabinet，the British Embassy and
Consulate in China and Japan，and the British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formed the tripartite
main body in the process，and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the three stages of the“proposal-rehearsal
( sending observers) -formal formation”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British factor．

Chiang Kai-shek’s Command over Echelon and the Nationalist Army’s Internal Logi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EN Mo
Ｒegardless of the Nationalist Army’s regular commanding system，Chiang Kai-shek used to make tele-
phone calls，send cipher telegrams，and give personal orders to the troops at the frontline during the An-
til-Japanese War． In the wartim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while it remained consisting of many military groups from various regions． Thus the Nationalist Army had
to be run in accordance with a special internal logic． Chiang’s command over echelon might prove to be
an outcome of it． By transmitting messages to the field commanders directly，Chiang tried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military groups and held back his own generals’resentment． Chiang’s command over
echelo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wer relation in the Nationalist Army，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the power shift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al authorities．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JIANG Wen-jun

For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which began in 1946 with the CPPCC meeting as the trigger，the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y itself was still a matter of opinion and confusion．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interpret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after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ideolog-
ical history． This paper treats the urban middle class (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as one of the main social
forces on which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depended． In essence，the movement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cline and disappearance during the civil war．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Ｒ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ZHANG Jun-feng
As a branch and hot field of social history，the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has developed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has received different degrees of practice and respons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water conservancy social history in different regions keep emerging，showing vigorous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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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ural China to water conservancy China，from land-centered to water-centered，is not only a change
of research topic，but also a change of academic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method． It is a new trend to
excavat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apply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and conduct new comprehensive and
more holistic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Ｒereading the Collection of Chen Xulu’s Works on the Discussion of“Character Ｒesearch”
YU Cui-yan，FU De-hua

The Collection of Chen Xulu’s works has been publish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and its impact remains．
In particular，the relevant discussion on“character research”，including the“theory and method”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and the“preamble”and“book review”written for other people’s re-
search characters，still have extremely important guiding rol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readers to study and
research modern people． His discussion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and his research on nearly a cen-
tury of Chinese history，had always caught the keyword of metabolism，and used i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observe，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and the wonderful thoughts had come from one after another． The
historical figures he wrote have many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 池 桢、徐锋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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